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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权法中的部分连带责任

阮神裕*

内容提要 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性特征是，各责任人在外部关系中对同

一损害所负责任发生部分重合，并在责任重合的范围内共同承担责任。部分连

带责任具有正当性，其现行法基础是《民法典》第 518 条第 1 款。依据其成立

机理，可将部分连带责任分为三类：一是原因力部分叠加型，系因各责任人依

据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大小所承担的责任发生部分重合而形成；二是责

任部分加重型，系因部分责任人在承担相应的责任之外还需承担风险责任而形

成；三是责任数额部分限制型，系因连带责任中部分责任人的责任数额存在法

定或者意定限制而形成。部分连带责任的外部效力原则上适用连带责任的规

则，但承担较多责任的一方部分履行的，应当优先清偿其单独承担的部分。内

部追偿规则的关键在于确定内部份额。原因力部分叠加型的内部份额应采用

“对外比例叠加法”进行换算；责任部分加重型的内部份额自始确定、无需换

算；责任数额部分限制型的内部份额则依连带责任的一般法理确定。

关键词 部分连带责任 原因力 风险责任 证券虚假陈述 追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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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部分连带责任，又称比例连带责任，其构造性特征是各责任人在外部关系中存在责

任的部分重合，且各责任人在责任重合的范围内共同承担责任。① 尽管在司法实践中早

有部分连带责任的相关判决，② 但在学理上，部分连带责任的概念主要源于学者提出的

“半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理论，即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有的行为

具有 100% 的原因力，有的行为只有部分（如 50%）原因力的，各侵权人承担部分连带

责任；该理论将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

第 2 款中的责任形态以及 2015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第 3 款的责任形态均解释为部分连带责任。③

近年来，部分连带责任在实践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适用。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

为了缓和证券中介机构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避免其“只有 1% 的责任却要承担 100%
的赔偿”的局面，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过罚相当”的司法政策。④ 基于此，“华泽钴镍

案”（一审）、“中安科案”、“五洋债案”等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均判决证券发行人承

担全部责任、证券中介机构承担部分责任、证券发行人与证券中介机构在责任重合的范

围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⑤ 多数观点将该责任形态定性为部分连带责任。⑥ 其后，《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侵

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0 条第 1 款、第 12 条第 1 款、第 16 条第 1 款、第 18 条第 2 款

和第 21 条第 1 款均规定了部分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部分侵权人承担部分责任的责任 
 

① 参见程啸：《连带责任的法定化与部分的连带责任》，载《法学家》2025 年第 1 期，第 152 页。

② 例如，在 2012 年的一个判决中，袁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资产转入个人账户，被判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农行太阳岛支

行未审查授权委托书即办理大额转账，被判在 30% 的范围内承担部分连带责任；建行渝北支行违规为袁某开设账户，

被判在 10% 的范围内承担部分连带责任。参见“西藏盛凯矿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太阳岛支

行等侵权纠纷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藏法民一终字第 18 号民事判决书。

③ 参见杨立新：《网络平台提供者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与部分连带责任》，载《法律科学》2015 年第 1 期，第 174 页；

杨立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对分别侵权行为规则的创造性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解读》，载《法律适用》2015 年第 10 期，第 31 页。

④ 例如，《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 号）第六部分开篇提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责任

承担与侵权行为及其主观过错程度相匹配”；《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法〔2020〕185 号）第六部

分明确提出：“对于债券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案件的审理，要按照证券法的规定……将责任承担与过错程度相结合。”

⑤ 参见“周某等与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即“华泽钴镍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2019）川 01 民初 1626 号民事判决书；“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周某东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即“中

安科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终 666 号民事判决书；“投资者诉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证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即“五洋债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浙民终 389 号民事判决书。

⑥ 参见邹学庚：《虚假陈述部分连带责任的认定模式与体系展开》，载《法学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132 页；李建伟、

李欢：《证券虚假陈述部分连带责任的理论证成及其修正适用》，载《证券市场导报》2023 年第 8 期，第 57 页；山茂

峰：《证券中介机构虚假陈述比例连带责任的内在逻辑及优化路径》，载《法律适用》2025 年第 12 期，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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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学者也多将其解释为部分连带责任。⑦

部分连带责任并非司法实践的权宜之计，而是具有独特制度功能的多数人责任形

态，是我国侵权法上损害分配规则科学化与精细化的体现。一方面，部分连带责任是一

种介乎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之间的多数人责任形态。相比于按份责任，部分连带责任将

部分责任人未足额赔偿的风险转移给了其他责任人，可以避免按份责任中责任人越多、

赔偿保障程度越低的窘境；相比于连带责任，部分连带责任中一些责任人的赔偿责任更

轻，从而避免了其责任过于严苛。⑧ 另一方面，部分连带责任强调各个责任人的责任范围

应当与其原因力大小、过错程度或者其他法律评价因素相一致，避免行为人因轻微过失

而承担过重的责任，更加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⑨

然而，理论界对部分连带责任亦有批评，有观点认为，部分连带责任颠覆了连带责任

的基本法理，容易引发法律适用的混乱。⑩ 但笔者以为，这并不足以否定部分连带责任这

一责任形态的正当性，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目前关于部分连带责任的研究仍然存在

一些不尽完善之处：第一，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及其正当性有待进一步明确。第二，关于

部分连带责任成立机理的研究并不完善。多数观点将部分连带责任的成立要件归结为

原因力的部分叠加（即“原因力部分叠加论”）。⑪ 但这一观点存在以下无法解决的矛盾：

既然已有一个侵权行为与损害具有全部原因力，何以还有另一侵权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有

所贡献？就此，应结合部分连带责任的类型化展开讨论。第三，关于部分连带责任的法

律效果尚无定论，许多问题尚待厘清。例如，在外部关系中承担较多责任的一方履行部

分责任的，是应当优先清偿共同承担的部分，还是单独承担的部分？又如，由于部分连带

责任发生了责任的部分重合，而各个责任人在外部关系中的责任份额之和超过了 100%，

应如何确定各责任人的内部份额？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并

基于部分连带责任的成立机理对其进行类型化深入探讨，进而明确各类型责任的法律效

果。希冀通过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澄清部分连带责任的基本原理，完善我国侵权法中的

多数人责任体系；在实践层面上回应复杂社会风险下的责任分配需求，以更灵活的方式

提供更为精细的责任分配工具。

⑦ 参见朱虎：《侵权责任中的“相应的责任”——以〈民法典〉第 1169 条第 2 款为中心》，载《中国应用法学》2024 年

第 6 期，第 44 页；前注 ①，程啸文，第 153 页；张玉东：《论“相应的责任”在中国侵权法中的新发展》，载《北京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第 38 页。

⑧ 参见傅远泓：《论“部分连带”责任效果的类型化及适用》，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71 卷），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4 页。

⑨ 参见前注 ⑥，邹学庚文，第 134 页。

⑩ 参见秦悦民、郑润镐、于焕超：《比例连带责任之反思：目标、困境及替代方案》，载《金融法苑》（第 107 辑），中国金融

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9 页；郑晓剑：《证券虚假陈述比例连带责任之反思》，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2 期，第 172 页。

⑪ 参见杨立新：《侵权部分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及具体适用》，载《求是学刊》2023 年第 6 期，第 107 页；前注 ⑥，李

建伟、李欢文，第 54 页；李涛：《比例连带责任的证成及其司法适用》，载《重庆社会科学》2024 年第 9 期，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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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及其正当性

部分连带责任并非法定概念，而是学理概念。只要各责任人在外部关系中对同一损

害所承担的责任发生部分重合，就属于部分连带责任。部分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是《民

法典》第 518 条第 1 款关于连带债务的规定，具有正当性。

（一）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

部分连带责任是学界根据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总结出来的学理概念。就现行司法

解释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生态环境侵权责任解释》）第 7 条第 1 款，以及《侵权责任编解释（一）》

第 10 条第 1 款、第 12 条第 1 款、第 16 条第 1 款、第 18 条第 2 款和第 21 条第 1 款均规

定了相同的责任形态，即部分侵权人应承担全部责任，部分侵权人在一定范围内与前者

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并且责任主体应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

数额。学界将此种责任形态总结为“部分连带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判决当

事人承担的责任形态也符合部分连带责任的特征。例如，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法院

判决主要侵权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次要参与者仅在一定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⑫ 又如，

在上文所述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法院判决证券发行人等主体承担全部责任，而证券

中介机构承担部分责任。再如，货车驾驶人加入某统筹公司的“第三者责任统筹”，事故

发生后，法院判决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而该统筹公司承担一定范围的赔偿责任。⑬ 在比

较法上，实际也存在部分连带责任的形态。例如，在德国法中，针对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

结合的数人侵权，过错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严格责任人则因法定责任限额仅承担部分

责任；⑭ 在日本法上，各个连带责任人按照相对比例进行过失相抵，导致各个责任人的减

责范围不同，亦可能引发部分连带责任。⑮ 此外，美国法的“混合责任”（hybrid liability）
中，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不可分损害，当有责任人的责任份额（如 80%）

超过一定阈值（如 50%）时，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责任份额（如

20%）低于该阈值的其他责任人仍仅承担按份责任，⑯ 此时，各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形态亦

符合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特征。

由此可见，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性特征是，在外部关系中各责任人对同一损害所负

责任发生部分重合，并在责任重合的范围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而受害人只能就其实际

损害获得赔偿，不得重复获赔。在大多数情况下，部分连带责任表现为有的责任人承担

⑫ 参见“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诉安徽纽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华某、刘某、胡某、

朱某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 562 号民事判决书。

⑬ 参见“李某英等与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安全统筹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再审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1）京民再 97 号民事判决书。

⑭ Vgl. MüKoBGB/Heinemeyer, 10. Aufl. 2025, BGB§421 Rn.6.
⑮ 奥田昌道 = 佐々木茂美『債権総論』（有斐閣，2020 年）556 頁参照。

⑯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D1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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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责任、有的责任人承担部分责任，各责任人在责任重合范围内共同承担责任；而在一

些情况下也可能表现为，各责任人分别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且责任发生了部分重合，如

甲承担 80% 的责任，乙承担 60% 的责任，由于受害人只能获得 100% 的赔偿，因而甲乙

之间必然存在责任的部分重合。⑰

需要澄清的是，各责任人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发生责任重合。如上例中，甲和乙是在

60% 的范围内发生责任重合，还是在 40%（80% ＋ 60% － 100%）的范围内发生责任

重合。对此，有日本学者提出了“底端连带型”和“剩余连带型”两种模式。所谓底端

连带型，是指各责任人仅在各责任份额所共同覆盖的“底部”区间（以较小的责任份额

为界）发生连带，超过该区间的上端部分则由责任份额较高者单独承担。据此，甲和乙

是在 60% 的范围内发生责任重合。所谓剩余连带型，是指各责任人仅在超出受害人损害

总额的责任份额内发生连带，其余部分则由各责任人在各自责任份额内分别承担，不发

生连带。据此，甲和乙则在 40% 的范围内发生责任重合。根据日本学者阐释，各责任人

究竟在何种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取决于具体个案的事实结构和制度目的，不宜机械套

用。⑱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待商榷。这是因为，剩余连带型在特定条件下将会出现逻辑

悖论，并不可采。试举一例：在外部关系中，甲、乙、丙的责任分别是 100 万元、20 万元

和 10 万元，而受害人的损害为 100 万元，则剩余部分为 30 万元（100 万元＋ 20 万元＋

10 万元－ 100 万元），而乙和丙显然不能在超出其责任范围的 30 万元范围内共同承担责

任。⑲ 事实上，这种逻辑悖论并非偶然出现的极端情况。只要存在三个以上的责任人，并

且其中有一方责任人承担 100% 的责任，就会出现责任重合的部分总是大于其他责任人

各自责任份额的悖论（100% ＋ x% ＋ y% － 100% 总是大于 x% 或者 y%）。例如，在“中

安科案”中，各个责任人在外部关系中的责任份额分别为中安科公司 100%、中安消技术

公司 100%、招商证券公司 25% 以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15%。⑳ 若按剩余连带型进行计

算，各个责任人的责任重合的部分将是 140%，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故此，各个责任人发

生责任重合的部分，应当界定为“底端部分”而非“剩余部分”。

（二）部分连带责任的正当性

由于现行法并没有直接使用部分连带责任的概念，有的学者批评，部分连带责任缺

乏合法性基础，可能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㉑ 但笔者认为，部分连带责任的存在具有客观

必然性。在侵权法领域，若数个行为人依法对同一损害负有连带责任，而其中一人的赔

偿责任又有法定限额，则必然会形成部分连带责任。例如，在海商法中，因运输船舶发生

事故导致货物毁损的，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

⑰ 参见陈霖：《比例连带责任在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中的适用》，载《财经法学》2023 年第 5 期，第 106 页。

⑱ 難波譲治「一部連帯債務の構造」清水曉 = 岸田貞夫 = 良永和隆 = 長谷川貞之 = 山田創一編『現代民法学の理論と

課題―遠藤浩先生傘寿記念―』（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2002 年）324-332 頁参照。

⑲ 参见缪因知：《比例连带责任的叠加责任属性与追偿规则的设置》，载《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 4 期，第 167 页。

⑳ 参见前注 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终 666 号民事判决书。

㉑ 参见前注 ⑩，郑晓剑文，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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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海商法》）第 63 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其中实际承运人作为船舶经营人的赔偿

责任因《海商法》第 204 条的规定存在责任限额。如此一来，承运人与实际承运人就在

责任限额的范围内成立部分连带责任。㉒ 而在合同法领域，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部分连

带责任。例如，《民法典》第 552 条规定，第三人加入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

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若第三人仅愿意对部分债务而非全

部债务承担责任，则第三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责任形态就是部分连带责任。㉓

更加重要的是，部分连带责任实际上具有现行法基础，其法律基础就在于《民法典》

第 518 条第 1 款关于连带责任之规定。

对于多数人责任形态的认定，一种路径是直接适用立法者关于多数人责任形态的特

别规定。不论是连带责任、按份责任、补充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还是部分连带责任，立

法者均有权基于特定的立法政策考量，直接规定多数人责任的具体形态。例如，《民法

典》第 1211 条规定，机动车的挂靠人和被挂靠人应当对该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承担

连带责任；第 1214 条规定，拼装、报废机动车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对该机动车发生的

交通事故承担连带责任。这些均属于立法者为更好地保护受害人、预防和制止侵权行为

而作出的连带责任特别规定。㉔ 又如，《民法典》第 1198 条第 2 款和第 1201 条针对安

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所作的特别规定，则直接服务于立法者协调平衡权益保护与

行为自由利益的目的。㉕ 立法者针对多数人责任形态的特别规定，具有较强的立法政策

导向性和场景性，因此通过这一路径认定多数人责任形态时，原则上应对特别规定进行

严格解释，不得随意类推适用。在这个意义上，现行法中确实没有一种被命名为“部分

连带责任”的多数人责任形态。

但是，现行法显然难以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多数人责任形态逐一作出具体规定。此

时，就应当依据另一种路径认定多数人责任形态，具体而言：首先，裁判者应当依据《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认定各侵权人的责任是否成立以及分别应承担多大范围的责

任。各侵权人的责任是否成立，应当依据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检讨；而其责任范围

则主要受到肇因原则的影响：如每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则各个侵权人都

要承担全部责任（《民法典》第 1171 条）；若每个侵权行为均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则

各个侵权人只要承担与其原因力大小和过错程度相应的责任（《民法典》第 1172 条）。

但应当注意的是，肇因原则并非决定责任范围的唯一因素。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是否

应当承担替代责任以及是否存在责任限额等因素，亦可能影响其侵权责任的范围。其次，

在明确了各侵权人的责任成立及其范围后，则可依据《民法典》第 517 条第 1 款或第

518 条第 1 款的规定认定各责任人的责任形态，即应当承担按份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根

㉒ 参见“日照市星海航运有限公司、谢某某、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中心支公司等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 2977 号民事判决书。

㉓ 参见“蔡某勤诉姚某、杨某昊买卖合同纠纷案”，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6 民终 5009 号民事判决书。

㉔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8 页。

㉕ 参见常鹏翱：《为什么是侵权补充责任？制度形成的社科法学和法解释学结合分析》，载《中外法学》2025 年第 5 期，

第 1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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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法典》第 518 条第 1 款关于连带债务定义的规定（即“债务人为二人以上，债权

人可以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的，为连带债务”），连带债务构成要件包

括：债务人为二人以上，债权人可以随意选择债务人请求履行，每个债务人均对同一给付

利益负有全部债务，债权人只能一次满足其权利，不得重复受偿。㉖ 其中，最为关键的要

件是各债务人均对同一给付利益承担全部债务。㉗ 正因为各债务人就同一给付利益负

有全部债务，其债务范围才发生完全重合，债权人也才有权向任一债务人请求全部或部

分履行，从而构成连带债务。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法典》第 518 条第 1 款的定

义性规定完全可适用于侵权法领域。㉘ 例如，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每个行为均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且每个行为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则各侵权人客

观上均要承担全部责任。此时，由于各侵权人的给付利益具有同一性，并且责任范围也

完全重合，即便《民法典》第 1171 条没有规定各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各侵权人的责任

形态也必然是连带责任。㉙ 简言之，责任范围的完全重合构成了连带责任的成立基础。

循此法理，各责任人的责任范围针对同一给付利益发生“部分重合”的，则可形成

部分连带责任。例如，数人侵权造成同一损害，有的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有的侵权人承

担部分责任；或者有的责任人承担 80% 的责任，有的责任人承担 60% 的责任；各责任人

均对同一给付利益承担责任且责任范围发生部分重合的，则各责任人之间的责任形态就

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518 条第 1 款关于连带债务的规定成立部分连带责任。㉚ 简

言之，责任范围的部分重合构成了部分连带责任的成立基础。

综上，只要裁判者可以认定各责任人针对同一给付利益的责任存在部分重合，即可

类推适用《民法典》第 518 条第 1 款的规定认定各侵权人承担部分连带责任。问题在于，

各侵权人承担的责任何以发生部分重合。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当予以类型化分析。

三、部分连带责任的类型及其成立机理

在侵权法中，部分连带责任关系的形成存在不同成因。笔者认为，依据其成立机理

的不同，可将部分连带责任分为原因力部分叠加型、责任部分加重型以及责任数额部分

限制型三类。

㉖ 参见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 合同编 通则》（第 1 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01-405 页。

㉗ 参见崔建远：《〈民法典〉所设连带债务规则的解释论》，载《当代法学》2022 年第 2 期，第 3 页。

㉘ 由于《民法典》第 178 条并未规定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而《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发挥着债法总则的功能，合同

编关于按份债务、连带债务的规定，既可以适用于合同之债，也可以适用于侵权责任。因此，《民法典》第 518 条第 1
款关于连带债务的定义亦可适用于侵权责任。参见王利明：《体系创新：〈民法典〉合同编发挥债法总则功能》，载《中

外法学》2025 年第 3 期，第 577 页。

㉙ 《德国民法典》第 840 条第 1 款发挥着类似的功能，若是数个侵权行为均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且每个侵权人都

要承担全部责任，则各侵权人依照《德国民法典》第 421 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故此《德国民法典》第 840 条

第 1 款在侵权法的责任规范与连带债务的一般规则之间发挥着“枢纽功能”。Vgl. MüKoBGB/Wagner, 9. Aufl. 2024, 
BGB§840 Rn. 1.

㉚ 参见前注 ①，程啸文，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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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力部分叠加型部分连带责任

部分连带责任的成因通常被归结为原因力的部分叠加，但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

应当予以修正。㉛ 目前学者所主张的原因力部分叠加论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原因力部

分叠加论与“but-for”规则的检验存在矛盾。在原因力部分叠加论的构造中，既然一个

行为对损害具有 100% 的原因力，就意味着即便没有另一行为，损害也一定发生，因而另

一行为与损害之间并无事实因果关系，无法通过“but-for”规则的检验，因而不可能发生

原因力的部分叠加。另一方面，原因力部分叠加论与原因力的责任分配功能亦有矛盾。

原因力概念的原始功能在于责任分配，即在数人侵权的场景中，应根据各行为人的原因

力大小和过错程度确定其内部责任份额。㉜ 其逻辑前提是原因力总量为 100%，不可能出

现超额分配的情况。然而，依照原因力部分叠加论，在部分连带责任形态中，各行为人的

原因力之和恰恰超过了 100%，显然不符合原因力概念的原始功能。

笔者认为，导致矛盾的关键在于此“原因力”非彼“原因力”，即需要区分现实因果

进程的原因力和假想因果进程的原因力。在现实因果进程中，损害由数个侵权行为结合

造成，各侵权行为均对损害有所贡献，因此现实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之和只能为 100%。

而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衡量的并非侵权行为实际发生的因果贡献，而是侵权行为单

独存在时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小，即假设其他行为没有发生，某一侵权行为单独发生将会

造成多大程度的损害，因此，该种原因力有可能发生叠加，其和也有可能超过 100%。例

如，《民法典》第 1171 条所规定的“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所谓“足

以造成”指的就是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足以’并不是指每个侵权行为都实

际上造成了全部损害，而是指在没有其他侵权行为共同作用的情况下，独立的单个侵权

行为也有可能造成全部损害”㉝。这一观点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在现实因果进程中，每

个侵权行为是否实际造成了全部损害；二是在假想因果进程中，假设没有其他侵权行为

的共同作用，各个侵权行为单独发生时是否可能造成全部损害。换言之，在《民法典》

第 1171 条规定的情形中，各个侵权行为在现实因果进程中究竟造成了多大范围的损害

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只要在假想因果进程中各个侵权行为分别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则每

个侵权人均要承担全部责任，进而构成连带责任。

循此原理，倘若在假想因果进程中，有的侵权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而有的侵权行

为只能造成部分损害，则前一侵权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后一侵权人仅承担相应的比例

责任，这就可能发生责任的部分重合，形成部分连带责任。又或者是，各侵权行为均足以

造成不同比例的部分损害（如有的侵权行为足以造成 80% 的损害，而有的侵权行为只

能造成 60% 的损害），则各侵权人分别依其在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分别承担 80% 和 60% 的责任），并在责任重合部分范围内形成部分连带责任。《生态

环境侵权责任解释》第 7 条第 1 款的规定即为此种情形的范例。该条规定的部分侵权

㉛ 参见阮神裕：《数人侵权部分连带责任成立要件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5 年第 6 期，第 92-98 页。

㉜ 参见张新宝、明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 年第 2 期，第 98 页。

㉝ 前注 ㉔，黄薇主编书，第 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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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侵权人只造成部分损害之案例原型是：A 与 B 分别排放污水，

导致 C 养殖的水产品全部死亡。根据污染物的危害性，A 的排污行为足以造成水产品

全部死亡，B 的排污行为只能造成部分死亡。但无法分清哪部分是因 A 所致、哪部分是

B 所致。㉞ 在此情形中，现实的因果进程中 A 和 B 的排污行为很可能是结合在一起造成

全部损害的，毕竟 B 也排放了一定的污染物，不可能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然而 A 与 B 的

加害份额无法查明；而在假想的因果进程中，根据排放污染物的危害性可知 A 的排污行

为足以造成水产品全部死亡、B 的排污行为只能造成部分死亡，这是基于科学统计数据

或者生物化学知识得出的推论，是一种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㉟ 在加害份额不明的

情况下，倘若依据《民法典》第 1172 条的规定判决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人平均承担

责任，实际上就是把某责任人未足额赔偿的风险分配给了受害人，显然不利于生态环境

损害的救济。《生态环境侵权责任解释》第 7 条第 1 款则依据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

大小，要求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仅能造成部分损害的侵权人承担

部分责任，各侵权人在责任重合的范围内发生部分连带，从而减轻了受害人可能面临的

某责任人未足额赔偿的风险。故此，原因力部分叠加的确可能形成部分连带责任，但是

其中的“原因力”并非现实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而是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学者将《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2 款和《生态环境侵权责任

解释》第 7 条第 1 款均解释为原因力部分叠加产生的部分连带责任，㊱ 但笔者认为，二者

并不相同。在现实因果进程中，网络用户发布侵权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两个行为结合起来导致损害扩大；而在假想因果进程中，网络用户的

侵权行为并不足以导致全部损害，因而不同于《生态环境侵权责任解释》第 7 条第 1 款

中的“部分侵权人的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实际上，《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2 款中

的责任形态并非部分连带责任。这是因为，该款实际上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的

时间为界，将损害分为两个部分：接到通知前的损害由网络用户单独承担赔偿责任；网

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措施导致的扩大损害，则由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

供者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对部分损害承担全部连带责任，而非对

全部损害承担部分连带责任。

（二）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

部分连带责任的第二种类型是责任部分加重型。《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0 条

第 1 款、第 12 条第 1 款以及第 16 条第 1 款的规定都符合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但其成立

机理显然不是假想因果进程中原因力的部分叠加。例如，《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2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部分连带责任，就无法通过原因力的部分叠加进行解释。这是因为，

㉞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侵权责任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83 页。

㉟ 有的学者认为《生态环境侵权解释》第 7 条第 1 款是“环境单独侵权的逻辑，具体评价每个行为单独发生时行为对

损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力大小”。所谓每个行为单独发生时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就是指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参

见吴真、王思琪：《无过错联系环境数人侵权责任的重塑》，载《法治社会》2025 年第 2 期，第 41 页。

㊱ 参见前注 ⑪，杨立新文，第 97-99 页。



论侵权法中的部分连带责任

217

即便是在假想的因果进程中，教唆人、帮助人的行为单独发生也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

一则即便被教唆、帮助的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也有自

己的选择与判断，一旦其中止实施侵权行为，则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就不足以导致损害结

果的发生；二则监护人若是尽到监护职责，也可以阻止被监护人实施侵权行为。因而，教

唆行为、帮助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可能具有 100% 的原因力。而《侵权责任编解释（一）》 
第 10 条第 1 款和第 16 条第 1 款则更加无法通过原因力的部分叠加进行解释，毕竟监护

人、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之所以承担全部责任，与原因力毫无关系，即便监护人、用工

单位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其亦应当为被监护人、劳务派遣人员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所谓责任部分加重型的部分连带责任，是指在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中，各侵权人原

则上基于自己责任原则承担与其原因力大小、过错程度相应的责任；在此基础上，部分

（一个或数个）侵权人因满足一定要件而被要求在外部关系中承担全部责任，即不仅需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也是内部关系中的最终责任），还要就其他责任人未足额赔偿

承担风险责任 ㊲，由此导致有的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有的责任人承担部分责任，各责任

人在责任重合的范围内形成部分连带责任关系。例如，甲和乙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

一损害的，依照自己责任原则，甲应承担 80% 的责任、乙承担 20% 的责任，但因特定理由

（如甲是故意侵权人），甲须在外部关系中承担 100% 的责任，即在 80% 的最终责任之外，

额外承担 20% 的乙未足额清偿的风险责任；而乙仅承担 20% 的最终责任而无需承担任

何风险责任。由此，甲乙双方在责任重合的范围内（20%）共同承担责任，进而构成部分

连带责任形态。据此可知，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成立的判定，存在两个环节：

首先，基于自己责任原则确定数人侵权中各侵权人承担的相应责任份额。所谓自

己责任原则，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二，每个人只对自

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其三，无行为则无责任；其四，有行为但无过失

的也不负责任。㊳ 其中，前三个方面体现了肇因原则的要求。这里的肇因原则包含两个

含义：一是因果关系的有无决定了侵权责任是否成立，二是原因力大小决定了侵权责任

的范围。《民法典》第 1172 条是肇因原则的典型规定。依据该条规定，若是数个侵权

行为构成结合的因果关系（A ＋ B → R），则各个侵权人应当承担与其原因力大小和过

错程度相应的责任，即按份责任。例如，甲和乙分别过失驾驶机动车发生碰撞，致使第

三人遭受损害，且甲和乙的行为单独发生均不足以导致全部损害的，按照我国《民法典》

第 1172 条的规定，甲和乙应当承担与其原因力大小和过错程度相应的责任。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侵权法通常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的侵权行为结合起来造

成损害的，各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例如，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840 条第 1 款的

规定，若甲和乙分别过失驾驶机动车发生碰撞、致使第三人遭受损害，则甲和乙应当承担

㊲ 所谓“风险责任”，是指各责任人在外部关系所承担的责任中，除了其在内部关系中应当承担的最终责任以外，对其他

责任人无法足额清偿的风险所承担的责任。参见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数人分担的一般理

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0 页。

㊳ 参见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第 3 版），程啸增订，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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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㊴这是因为，裁判者适用该款规定时，实际上是分别对每一侵权行为的因果

关系进行独立审查，即分别判断是否符合“but-for”规则以及相当因果关系标准。凡某

一侵权行为通过上述检验，并且其他要件也得到满足的，该侵权人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依此逻辑逐一审查，若各个侵权行为均满足前述条件，则各侵权人均要承担全部责任。

由此，各个侵权人应当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421 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㊵ 由此可见，

在多数人责任问题上，德国法存在强烈的对外责任连带化倾向，而我国法则有明显的按

份化倾向。㊶ 据学者考察，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的侵权法普遍规

定，结合的因果关系成立的是连带责任，只有我国《民法典》第 1172 条规定数人侵权成

立按份责任。㊷

其次，部分侵权人因满足一定要件而应当在外部关系中承担全部责任。在明确各侵

权人责任份额的基础上，部分侵权人的责任因司法解释规定等原因而被加重，即不仅需

要承担内部关系的最终责任，还要就其他责任人未足额赔偿承担风险责任，从而形成了

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从目前司法解释规定来看，加重部分侵权人责任的情况

有以下两类：

（1）部分侵权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当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行为结合起来导致

损害发生时，各个侵权人在外部关系中原本应当承担与其原因力大小和过错程度相应

的责任；但是，由于其中部分侵权人系基于故意而实施侵权行为，可非难性明显高于过

失侵权人，㊸ 因此有理由要求故意侵权人在外部关系中承担全部责任。《侵权责任编解释

（一）》第 12 条第 1 款即属于此类规定。假设甲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而乙作为监

护人未尽监护职责，二者结合起来造成损害的发生。若从因果关系形态考察，甲和乙原

本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甲承担 80%、乙承担 20%。但是，鉴于甲具有主观上的故

意，尤其是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更具可非难性，因而依据《侵权责任编解释（一）》

第 12 条第 1 款特别规定，教唆人甲在外部关系中承担 100% 的责任（其中 80% 是最终

责任，20% 是风险责任）；监护人乙则在其未尽监护职责的范围内，承担 20% 的责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示例虽具有司法解释基础，但具有一定的可扩展性——即

便没有司法解释或法律规定，当故意侵权与过失侵权结合起来造成损害时，仍可判定故

意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过失侵权人承担部分责任。目前，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司法

实践中，已经出现判定责任人承担部分连带责任的案例，㊹ 这也应该是基于这一规则的

㊴ Vgl. BGH, Schadensverteilung unter mehrere Nebentäter bei mitwirkendem Verschulden des Geschädigten. Einzel-und 
Gesamtabwägung, NJW 1959, 1772, S.1773.

㊵ Vgl. MüKoBGB/Wagner (Fn.29), BGB§840 Rn. 2.
㊶ 参见卜元石：《中国法学对外交流与研究中的概念对接——以多数人之债实体与程序的中德比较研究为例》，载《法学

研究》2024 年第 3 期，第 40 页。

㊷ 参见纪海龙：《孤树一帜的数人侵权按份责任——一个比较的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26 年第 1 期，第 174 页。

㊸ 参见［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139 页。

㊹ 参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周某东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民事再审案”（中安科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

民申 6708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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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适用。在该案例中，证券发行人之所以承担全部责任，并非如有的学者所主张的其

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 100% 的原因力，㊺ 毕竟，即便证券发行人伪造了相关材料，若证券

中介机构尽到了其注意义务亦可阻止证券虚假陈述的发生，因而难谓证券发行人的行为

与损害之间具有 100% 的原因力。更加合理的解释方案应该是，证券发行人之所以承担

全部责任，是因为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而其所承担的责任中不仅有其在内部关系中的

最终责任，还有额外承担的风险责任；㊻ 而非故意实施侵权行为的证券中介机构，则仅承

担与其原因力大小和过错程度相应的责任㊼。这一观点在比较法上亦有佐证。美国《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21D(f) 条 (3)(A) 规定，陪审团或者法官应当依照“三步程序”评估被

告的责任份额：第一步是判断“被告或其他可能导致或促成原告损失的相关人员”是否

违反证券法；第二步是确定每位相关人员在所有责任人中的责任比例；第三步则是判断

被告是否“明知地”违反证券法，从而决定其是否应承担全部责任。㊽ 根据这一判断程

序，各个被告原则上仅需承担按份责任，只有某被告故意违反证券法时，其才需要承担全

部责任，即“明知违法者将被科以连带责任”（Knowing violators ar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㊾ 这一规定要求故意侵权者承担全部责任，而过失侵权者承担部分责任，从而将

责任（liability）与其可责性（culpability）挂钩，㊿ 实现了“过罚相当”。

（2）部分责任人因特殊身份承担替代责任（同时也是全部责任）。例如，被监护人

实施直接侵权行为，而监护职责受托人存在监督、管理或者教育上的过失未能防范损害

发生，则被监护人的行为与受托人的疏忽之间构成结合的因果关系，二者原本应当承担

相应的责任，即监护人只需要对被监护人的责任份额承担替代责任。但是，监护人与直接

侵权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决定了，监护人应当始终为被监护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全

部责任，其监护职责以及侵权责任不得因其将监护职责委托给受托人而有所减轻。■ 故

此，《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监护人对受害人承担全部责任，其中既

有替代直接侵权人应负的最终责任，也有风险责任；而受托人仅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

应的责任。同样，对《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6 条第 1 款亦可采取相似的解释。此外，

有的学者主张原《侵权责任法》第 68 条（《民法典》第 1233 条对其进行了吸收和完善）

也可能成立部分连带责任，即因第三人的过错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第三人按照其原

因力大小和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假设其责任范围为 70%，则侵权人在内部关系中

㊺ 参见王茜：《证券虚假陈述下中介机构的侵权责任形态研究——基于故意与过失的二元责任形态区分》，载《中国证券

期货》2025 年第 3 期，第 82 页。

㊻ 参见王才伟：《论证券服务机构虚假陈述比例连带责任的分担》，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 年第 5 期，第

139 页。

㊼ 参见孔萍：《证券服务机构未勤勉尽责应承担比例连带责任》，载《人民司法》2022 年第 32 期，第 69 页。

㊽ See Laperriere v. Vesta Ins. Group, Inc., 526 F.3d 715, 721 (2008).
㊾ See In re WorldCom, Inc. Securities Litigation, No. 02 Civ. 3288(DLC), Feb. 14, 2005.
㊿ See Ronald A. Dabrowski, Proportionate Liability in 10b-5 Reckless Fraud Cases, Duke Law Review, Vol.44:571, p.595 (1994).
■ 根据立法机关工作人员编写的释义书，本条“实行监护人责任首负原则”。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释义》，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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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终责任为 30%，但因侵权人需要承担无过错责任而在外部关系中承担全部责任，即

30% 的最终责任、70% 的风险责任。■ 虽然司法解释尚未对此作出明文规定，但这一观

点也采取了部分责任人因责任加重而形成部分连带责任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责任分配”第 D18 条所规定的“基

于责任份额阈值的混合责任”与责任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十分相似。依据该条规定，数

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致同一损害时，原则上各自按照责任份额承担按份责任，但凡被分

配的责任份额等于或高于法定阈值（如 50%）的侵权人，就要承担全部责任 ■；凡被分配

的责任份额低于法定阈值的侵权人，除故意侵权人外，仍承担按份责任。由此，部分侵权

人承担全部责任，部分侵权人承担按份责任，形成所谓的混合责任。■该种方案的优点在

于避免了过错程度低、原因力小的一方承担全部责任，但其缺点同样明显：一方面，责任

阈值的设定往往具有偶然性甚至任意性，很难论证某一阈值（如 50%）必然优于另一阈

值（如 60%）。另一方面，在适用过程中，裁判者表面上只是对各侵权人的责任份额进行

量化分配，实质上却已通过份额的划定预先决定了某些主体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从

而将“为何承担全部责任”这一应当独立论证的规范理由隐含于份额划定中，削弱了论

证的透明性。相比之下，我国《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0 条第 1 款、第 12 条第 1 款

和第 16 条第 1 款则直接揭示了部分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特殊机理，使部分连带责任

的成立更具正当性。

综上，判定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的关键在于，部分责任人在承担相应责任

的基础上，还须额外承担风险责任，进而导致各责任人的责任范围发生部分重合。此类

部分连带责任形态的独特功能在于风险责任的灵活分配——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在外

部关系中的差别即在于风险责任的分配，连带责任将某些责任人可能未足额清偿的风险

全部分配给了其他责任人，而按份责任则是将此类风险责任分配给了受害人，二者对于

风险责任的分配是全有或全无式的，要么分配给责任人一方，要么分配给受害人一方，因

而相对僵硬。■ 而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的独特功能，恰恰是在满足一定要件的

情况下，将部分责任人无法足额清偿的风险分配给特定（而非全部）责任人，更能协调

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

（三）责任数额部分限制型部分连带责任

部分连带责任的第三种类型，是“责任数额部分限制型”。在一般的连带责任中，各

个责任人的债务具有给付利益同一性，因此通常情况下每个责任人在外部关系中承担的

赔偿数额相同。但在实践中可能出现各责任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因法定或意定限制而数

额不等的情况，从而形成部分连带责任。

■ 参见庄敬华：《论〈侵权责任法〉第 68 条之部分连带责任性质》，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第 104 页。

■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责任分配”第 D18 条采用了“连带责任”的表述（即“is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其实际就是该人承担全部责任并与其他责任人共同承担责任之义。为使上下文表述统一，此处仍按照我国用

语习惯使用“全部责任”一词。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 supra note 16.
■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 supra note 16.
■ 参见前注 ㊲，王竹书，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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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21 条第 1 款的规定即属此类。根据该款规定，未依法

投保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交通事故责任人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投

保义务人则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部分责任。其中，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的是

侵权责任，而投保义务人承担的责任并非侵权责任。投保义务人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行

为并非交通事故的肇因，其与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财产权益侵害之间不存在法律上因

果关系，■因而其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法定赔偿责任，具有结果责任的意味■。

如此，受害人既可以向交通事故责任人主张全部的侵权责任，也可以向投保义务人主张

法定赔偿责任，二者在责任重合的范围内成立部分连带责任。这一部分连带责任的成立，

纯粹是因投保义务人依法所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强制保险责任为限所致，与上文提到的假

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或者主观上的故意、特殊的身份地位无关。在此情形下，若是法

律法规修改了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则双方责任中部分连带的范围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在司法实践中，也可能因侵权责任与意定责任重合，且意定责任的数额存在限制而

形成部分连带责任。例如，王某某驾驶的重型牵引车与受害人相撞，造成受害人死亡。

受害人近亲属起诉要求王某某承担侵权责任，而事故车辆加入了某统筹公司的“第三者

责任统筹”。法院将王某某签订的《机动车辆统筹单》认定为具有互助性质的无名合同，

该统筹公司在诉讼中明确表示愿意赔偿，因此构成《民法典》第 552 条意义上的债务加

入。■ 据此，受害人近亲属既可以向王某某请求承担侵权责任，也可以向该统筹公司主张

赔偿责任，二者在统筹公司依约承担的债务范围内成立部分连带责任。假设统筹公司依

约承担的是全部责任，则交通事故责任人与统筹公司即可成立一般的连带责任。

在比较法上，同样存在基于连带责任的债务数额不等而形成的部分连带责任的情

形。例如，有的德国学者认为，部分连带责任（Teil-Gesamtschuldnerschaft）之所以成立，

根源于法律在特定情况下对赔偿数额设置了限制，从而使同一损害之下本应共同承担连

带责任的各个责任人所负赔偿数额并不相等。■ 假设航空器经营者与地面服务商在航空

器地面推进过程中共同引发了事故，致使旅客受伤，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840 条第 1
款的规定，二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依据《德国航空法》第 37 条第 2 款的规定，航空

器经营者承担的无过错责任存在法定最高限额，即每名受害人 60 万欧元。而地面服务

商的过错责任则无法定最高限额，因而应基于《德国民法典》第 840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

外承担全部责任。若旅客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为 100 万欧元，则在 60 万欧元的范围内，

航空器经营者与地面服务商对该损害负有相同的给付义务，形成部分连带责任。在此情

形中，地面服务商之所以承担全部责任，是因为按照《德国民法典》第 840 条第 1 款规定，

■ 有观点认为投保义务人未投保的行为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交强险赔偿，侵害了受害人享有的不同于生命权、健康权、

财产权的其他民事权益。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第一审判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理

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46 页。

■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 3 版），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29 页。

■ 参见前注 ⑬，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再 97 号民事判决书。

■ Vgl. MüKoBGB/Heinemeyer (Fn.14), BGB§421 R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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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但其责任范围的最终判定，并非因为其在假想因果进程中具

有 100% 的原因力，也不是因为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具有特殊身份，而是因为对其责

任范围没有法定的责任限额。而航空器经营者之所以仅承担部分责任，也不是因为其仅

有部分原因力，而仅仅是因为其侵权责任存在法定限额。故此，此类部分连带责任与上

文所述其他两类具有显著差异。

四、部分连带责任的法律效果

部分连带责任的法律效果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外部关系的效力问题，对此应

总体遵循传统连带责任的规则，仅在个别情况下需要修正；二是内部关系的追偿问题，其

关键在于确定各个责任人在内部关系中的责任份额，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应当依据部分

连带责任的类型予以分别讨论。

（一）部分连带责任外部关系的效力

部分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为《民法典》第 518 条第 1 款关于连带债务的规定，因此，

部分连带责任在外部关系中的法律效力究竟是总括效力还是个别效力，总体上就应遵循

《民法典》第 520 条关于部分连带债务人所生事项涉他效力的规定；只有在个别情况下，

需要根据部分连带责任的特殊构造进行修正。例如，受害人的损害为 100 万元，假设在

外部关系中甲承担全部责任（100 万元），乙承担部分责任（50 万元），则不论部分连带

责任的具体类型为何，其中有 50 万元责任是甲和乙共同承担的，另有 50 万元责任是甲

单独承担的。于此情形，需要厘清的是，各责任人对债务的履行、抵销、提存或者免除针

对的究竟是共同承担的部分，还是单独承担的部分。

以某一责任人履行债务为例。若是可以明确该履行行为针对的是各责任人共同承

担的部分，则应当适用《民法典》第 520 条第 1 款的规定发生总括效力，即“其他债务人

对债权人的债务在相应范围内消灭”。承上例，假设乙赔偿了 20 万元，由于在外部关系中

乙所负责任与甲的责任发生重合，故该履行行为肯定是针对双方共同承担的部分，因而

应当发生总括效力。如此一来，在外部关系中，甲还有 80 万元责任，乙还有 30 万元责任。

存在疑问的是，当承担更多责任的一方履行了部分债务时，该履行行为应当抵充共

同承担的部分，还是其单独承担的部分。上例中，假设甲赔偿了 20 万元，该履行行为应

当抵充哪一部分责任，是甲和乙共同承担的部分，还是甲单独承担的部分？若界定为先

消灭责任重合的部分，则根据对连带部分进行清偿所具有的总括效力，在外部关系中甲

的责任剩 80 万元，乙的责任剩 30 万元，在甲的赔偿能力不足时，受害人只能向乙请求 30
万元的赔偿责任，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相反，若是界定为优先抵充甲单独承担的

部分，则甲在外部关系中仍负有 80 万元责任，乙仍负有 50 万元责任，更有利于受害人获

得全额救济。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第二种方案，即优先清偿单独承担的部分。■ 因为，该方

■ 参见前注 ⑲，缪因知文，第 167 页；前注 ⑰，陈霖文，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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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既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又符合《民法典》第 561 条在抵充规则中保护债权人的规范意

旨。■ 尤其是在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中，有的责任人（如甲）所承担全部责任

包括其在内部关系中的最终责任，以及对其他责任人（如乙）未足额清偿的风险责任。

其中，风险责任是在乙未清偿或未足额清偿时，甲才应实际承担的责任。故此，当责任人

甲部分履行时，应该优先消灭甲的最终责任（即甲单独承担的部分），而非风险责任（即

甲和乙共同承担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承担较多责任的一方履行部分债务时应当优

先抵充其单独承担部分的方案，更加符合法理。

（二）部分连带责任内部关系的追偿

《民法典》第 178 条第 2 款中规定：“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

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部分连带责任亦有追偿问题，然而其情况更加复杂。这

是因为，在外部关系中有人承担全部责任（100%），有人承担部分责任（如 50%），二者

之和肯定超过 100%；而在内部关系中，各个责任人的责任总额只能是 100%，因而内部

份额肯定不同于外部份额。■ 内部份额如何确定，成为部分连带责任追偿规则的核心难

题。■ 笔者认为，不同类型的部分连带责任的成立机理之差异，决定了内部份额的确定应

遵循不同的规则。当然，在各责任人存在约定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约定；只有在未作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才有必要讨论各责任人的内部份额。

1.原因力部分叠加型部分连带责任内部份额的确定

就原因力部分叠加型部分连带责任而言，各个责任人在外部关系中所承担的比例责

任，主要取决于其在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大小；而各个责任人在内部关系中的责任

份额，则主要取决于现实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大小。■ 尽管两种原因力不能完全等同，但

在统计学意义上，二者具有相关性。故此，原因力部分叠加型部分连带责任的内部份额，

可以根据其外部份额进行换算。

目前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是“重叠部分均分法”。以甲承担 100% 的

责任、乙承担 50% 的责任为例，甲和乙在 50% 的范围内发生了重叠，依重叠部分均分法，

甲和乙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份额，即甲承担 25%、乙承担 25%；除此之外，甲还有 50% 的

单独责任，因而在内部关系中甲承担 75%（50% ＋ 25%）的责任，乙承担 25% 的责任。■

二是“对外比例叠加法”。同样以甲承担 100% 的责任，乙承担 50% 责任为例，其外部份

■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0 页。

■ 参见前注 ⑥，李建伟、李欢文，第 61 页；前注 ⑲，缪因知文，第 168 页。

■ 司法解释未对部分连带责任的追偿权作出规定。尽管《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12 条第 2 款、第 16 条第 2 款、第

18 条第 3 款和第 21 条第 2 款规定了“先行支付赔偿费用”的一方有权追偿，但是根据该解释起草者的说明，这里

的追偿是指“自愿支付超出自己相应责任的赔偿费用的”责任人享有的追偿权，并非《民法典》第 178 条第 2 款，

即“实际承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意义上的追偿权。参见《最高法

民一庭负责人就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一）答记者问》，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https://www.court.gov.cn/ zixun/
xiangqing/443901.html，2025 年 10 月 25 日访问。

■ 参见前注 ㉜，张新宝、明俊文，第 101 页。

■ 支持重合部分均分法的观点，参见前注 ⑪，杨立新文，第 94-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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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比例为 2:1，故此内部份额应按相同比例进行换算，即甲在内部关系中承担 66.7% 的

责任、乙承担 33.3% 的责任。■

笔者认为，对外比例叠加法更具有合理性。首先，重叠部分均分法将重合部分平均

分配给了各个责任人，没有考虑其原因力大小和过错程度，因此可能导致不公平的责任

分配。■ 其次，重叠部分均分法主要适用于《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2 款中的连带责任。

依据该种计算方法，就第 1195 条第 2 款规定的对损害扩大部分的连带责任而言，网络服

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在内部关系中应当平均承担责任；此外，网络用户还要就通知前的

损害部分承担单独责任。■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民法典》第 1195 条第 2 款中的连带

责任实际上并非“全部损害的部分连带”，而是“部分损害的全部连带”。因此，重叠部

分均分法不能适用于部分连带责任。最后，现实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与假想因果进程中

的原因力具有对应关系。在统计学意义上，一个侵权行为单独发生时可能造成的损害越

大，则其与其他侵权行为共同发生时实际造成的损害也将越大。因此，将各个责任人在

外部关系中的责任份额“等比换算”成内部关系中的责任份额，更加符合统计规律。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对外比例叠加法并不像有的论者所主张的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的部分

连带责任，只有那些外部责任份额与内部责任份额所考虑的法律评价因素基本一致或相

似时，方可适用对外比例叠加法。

2. 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内部份额的确定

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的成立机理决定了裁判者在认定责任份额时应当先

确定各个责任人在内部关系中的最终责任（内部份额），然后再根据部分责任人是否满

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要件等，判定其是否需在外部关系中额外承担风险责任。简言之，

先定内部关系的最终责任、再定外部关系的风险责任。

事实上，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三版》“责任分配”所规定的混合责任，也是先定内

部关系、再定外部关系。例如，依据该重述第 D18 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

造成不可分的同一损害的，若某责任人的责任份额超过一定阈值（如 50%），其就要对外

承担全部责任。■ 这一规定意味着裁判者只有首先确定内部关系中的责任份额，才能判

断哪一责任人的责任份额超过了法定阈值。同样，美国《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21D(f)
条 (3)(A) 的“三步程序”也采取了先定内部关系、再定外部关系的思路。有学者针对该

条规定提出了一个设例：一个证券发行人因虚假陈述造成投资者遭受 600 万元的损害，

被告共有 5 人，包括故意违反证券法的首席执行官甲、首席财务官乙，过失违反证券法的

会计师事务所丙以及两名外部董事丁和戊。陪审团裁决各责任人的责任份额分别为：甲

30%、乙 30%、丙 15%、丁 12.5% 和戊 12.5%；之后法官再依据甲和乙因故意违反证券法

■ 支持对外比例叠加法的观点，参见前注 ⑲，缪因知文，第 174 页。

■ 参见前注 ①，程啸文，第 157 页。

■ 杨立新教授一开始提出的换算方法是对外比例叠加法，但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部分连带责任时，修正为了重叠部分均

分法。参见前注 ③，杨立新：《网络平台提供者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与部分连带责任》，第 175 页。

■ See Restatement (Third) of Torts: Apportionment of Liability, supra not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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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判定其在外部关系中对受害人承担 100% 的责任。■ 这个设例充分说明美国证券交易

法实际采取了先定内部关系的最终责任、再定外部关系的风险责任的思路。

先定内部关系的最终责任、再定外部关系的风险责任思路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大大

简化追偿问题。有学者认为，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的部分连带责任，应当按照对外比例叠

加法，根据外部份额换算内部份额。■ 但是，这一计算方法将会引发大量的追偿权诉讼，

造成法律关系的过度复杂。■ 承上例，甲乙丙丁戊五人的外部份额分别是 100%、100%、

15%、12.5% 和 12.5%，按照对外比例叠加法进行换算后的内部份额分别为 42%、42%、

6%、5%、5%（合计为 100%）。于此情形，任一主体实际赔偿的数额超过其内部份额时，

其均有权向他人进行追偿。例如，丙在外部关系中的责任为 90 万元（600 万元 ×15%），

在内部关系中的责任为 36 万元（600 万元 ×6%），若丙实际赔偿了 50 万元，则丙有权

就超过其内部份额的 14 万元（50 万元－36 万元）向其他主体进行追偿。其他责任人

亦同。如此一来，对外比例叠加法将会产生大量的追偿权诉讼。相比之下，若是先定内

部关系的最终责任、再定外部关系的风险责任，则上述五人在内部关系中的最终责任份

额分别为 30%、30%、15%、12.5% 和 12.5%，其中，甲和乙因故意违反证券法而对外承

担 100% 的责任，因此只有甲或乙可能对他人享有追偿权；而丙、丁、戊承担责任份额后，

不再享有追偿权。这一方案显然可以大幅减少追偿权诉讼的数量。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案件并未采用先定内部关

系的最终责任、再定外部关系的风险责任的思路。例如，在“华泽钴镍案”一审中，法院

判决各个责任人在外部关系中的责任份额分别为：华泽钴镍 100%、国信证券 40%、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 60%。由于后二者的责任份额之和已经达到 100%，该责任份额显然不是

内部关系中的最终责任，否则，华泽钴镍在内部关系中的最终责任只能为 0，这显然不合

理。■ 笔者认为，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判决各责任人承担的部分连带责任，应当属于责

任部分加重型，因而应采用先定内部关系的最终责任、再定外部关系的风险责任之思路，

以减少追偿权诉讼的数量，简化法律关系。

3. 责任数额部分限制型部分连带责任内部份额的确定

责任数额部分限制型部分连带责任内部份额的确定，并不涉及责任份额的换算问

题。这是因为，在外部关系中，之所以有人承担全部责任，有人承担部分责任，纯粹是因

为后一责任人的赔偿数额存在法定限额或意定限额等原因所致。各个责任人在外部关

系中的赔偿数额的差异，与其内部关系的责任份额并无必然联系。因此，此种部分连带

责任的内部份额，不能直接依据外部份额进行换算，而应当根据连带责任的通常法理

（《民法典》第 178 条第 2 款）加以单独认定。

■ 参见赖英照：《股市游戏规则：最新证券交易法解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2 页。

■ 参见前注 ⑥，李建伟、李欢文，第 62 页。

■ 参见陈敏光：《证券虚假陈述比例连带责任的反思与超越》，载《河北法学》2025 年第 1 期，第 125 页。

■ 不过，这个案件的二审判决推翻了部分连带责任，改判各个责任人在全部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参见“周琴等与成都

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民终 29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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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提到的德国法中的部分连带责任为例，对于受害人遭受的 100 万元的损害，

航空器经营者因法定责任限额仅负 60 万元责任，而地面服务商因无责任限额而承担 100
万元的责任，二者在60万元的范围内发生部分连带。若依对外比例叠加法，似可按照5∶3
进行等比换算，在内部关系中地面服务商承担 62.5 万元，航空器经营者则为 37.5 万元。

但是，航空器经营者与地面服务商的外部责任的比例，根本无法反映二者在数人侵权中

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理由按照外部份额的比例进行等比换算。

同样，在本案中也不能按照上文提到的先定内部关系、再定外部关系的思路进行认定，航

空器经营者之所以承担 60 万元责任数额，并不是因为其侵权行为的性质所致，只是由于

法律规定了其责任限额而已。在此情形中，更为合理的方式应该是，不论外部份额为何，

裁判者均应当根据具体个案中航空器经营者与地面服务商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裁

量二者在内部关系中的责任份额；若是无法确定二者的责任大小，则可依据《民法典》

第 178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判令二者分别承担 50
万元的最终责任。

循此思路，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不真正部分连带责任”。依据《侵权责任

编解释（一）》第 21 条第 1 款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人承担的全部责任乃侵权责任，而

投保义务人承担的部分责任则是未投交强险的法定责任，显然无法根据外部份额等比换

算出内部份额。交通事故责任人与投保义务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只能根据二者的法律关

系进行衡量。原则上，投保义务人对受害人承担了交强险赔偿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后，

不得对交通事故责任人进行追偿。毕竟，《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 21 条第 2 款仅赋

予投保义务人就超出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部分进行追偿；其言下之意是，在限

额范围内的部分则不得追偿。■ 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应当允许投保义务人向交通事

故责任人进行全额追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

格等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

以赔偿，并且有权在赔偿范围内向侵权人进行追偿。基于相同的法理，投保义务人亦应

有权向符合该解释第 15 条所规定条件的侵权人进行追偿。如此一来，在交通事故责任

人与投保义务人之间将构成“不真正部分连带责任”：在外部关系中交通事故责任人承

担全部责任，投保义务人承担部分责任；而在内部关系中，前者亦承担全部的最终责任，

后者则不承担最终责任。

五、结 语

部分连带责任并非法定概念，而是学理概念，其构造性特征体现为外部关系中各个

■ 参见“齐某诉乌审旗某有限公司、达某服务合同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民法院（2025）内 0626
民初 266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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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对同一损害所负责任发生部分重合。符合这一构造的多数人责任形态相当多样，

尽管各类情形在外观上均符合部分连带责任的构造，但其成立机理与法律效果各不相

同，需加以类型化分析。根据其成立机理不同，可将部分连带责任分成原因力部分叠加

型、责任部分加重型以及责任数额部分限制型三类，相应地，其法律效果也各有不同。在

原因力部分叠加型部分连带责任中，其各责任人按照假想因果进程中的原因力大小，在

外部关系中承担相应的比例责任；其内部份额应当按照对外比例叠加法进行等比换算。

在责任部分加重型部分连带责任中，无意思联络的数个侵权行为结合致同一损害，各个

侵权人依据自己责任原则应当承担与其原因力和过错相应的责任，但是，部分侵权人因

故意或者特殊身份而承担全部责任，其余侵权人则仍负相应的责任，由此产生部分连带

责任；其成立机理决定了应先定内部关系的最终责任，再定外部关系的风险责任，并不存

在由外部份额换算成内部份额的问题。而在责任数额部分限制型部分连带责任中，各个

责任人本质上承担连带责任，仅因部分责任人存在法定或意定责任限额而导致责任份额

不等，从而形成部分连带责任；其内部份额应依连带责任的一般法理确定，与外部份额比

例无必然联系。部分连带责任是我国多数人责任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希望本文的

类型化分析有助于澄清其基本原理，并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feature of partial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is that, in the 
external relationship, multiple liable parties’ obligations for the same harm partially overlap, 
and they jointly bear liability within the overlapping portion. It is normatively justified, 
with its current legal basis in article 518(1) of the Civil Code. By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it may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1) causative-contribution overlap, where each party’s  
share — measured by its causal contribution in a hypothetical causal sequence — partly 
overlaps with others; (2) partially aggravated liability, where some parties, beyond their own 
shares, additionally bear risk-based liability; and (3) capped-amount overlap, where some 
jointly liable parties are subject to statutory or agreed limits on the amount owed. Externally, 
the rules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generally apply; however, where the party bearing more 
liability performs in part, payment should first satisfy the portion borne solely by that party. 
Internally, recourse turns on allocating shares: the causative-contribution overlap type requires 
an ‘external-ratio stacking’ conversion; the partially aggravated liability type is fixed from the 
outset and requires no recalculation; and the capped-amount overlap type follows the general 
logic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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